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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产制视野下的遗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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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江 

【内容提要】 秦以后的各种财产制度，包括养老制、祀产制、分家制、立继制(汉代为“后户

制”)、拨产制等，均属家产制的范畴。用所有权、共有权等现代法学概念去理解家产制，殊有不

妥。在家产制下，财产的传承和分配都受强制性的安排。在个人尚未解放之前，遗嘱还不能发挥其

重要性。只有托孤遗嘱，以指定监护人和委托管理家产为内容，承担了维护家产和延续家庭的功

能，从而成为家产制的重要子系统。 

【关 键 词】家产制/个人财产制/遗嘱自由/托孤遗嘱EE2116UU1715667 

    笔者在《论分家习惯与家的整体性》一文中，对清代遗嘱曾作粗略的论述。该文利用已公开出

版的《徽州千年契约文书》和自藏的文书档案，认定清代遗嘱有两类，即阄书遗嘱(或分家遗嘱)和

立继遗嘱(或立嗣遗嘱)。①在此基础上，笔者得出了“清代的遗书不以财产处分为主要内容”的结

论。②现在看来，这个结论仍然有效。但随着进一步挖掘档案文书，特别是针对清代遗嘱文书进行

系统的鉴别之后，笔者发现以前的分类尚有重大缺陷，不足以呈现清代遗嘱的全貌。另外，关于古

代中国遗嘱的性质，也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中国古代遗嘱的性质，是涉及如何认识古代中国财产制的重要问题，在学界争论较大。《历史

研究》曾发表过两篇观点对立的论文，其中，魏道明的《中国古代遗嘱继承制度质疑》(以下简称魏

文)对中国古代存在遗嘱继承制度持否定态度。③姜密的《中国古代非“户绝”条件下的遗嘱继承制

度》(以下简称姜文)，④随即反驳了魏文的观点。虽然观点对立，但二文均同意，认识古代中国的

遗嘱，必须以正确认识古代中国财产制为基础。对此，笔者亦深表赞同。财产制是认识古代中国社

会的核心问题之一，如果对财产制产生误解，将无法解读中国史。 

    不过，关于二文对中国古代财产制的定性，仍可商榷。笔者认为，要了解中国古代遗嘱制度的

性质，必须先对古代遗嘱行为进行类型研究，再以分类为基础，结合遗嘱的历史，分析遗嘱与其他

财产制度的关联，最后才能定性分析。而要进行类型研究，遗嘱文书是最佳史料，一件遗嘱文书就

是一项遗嘱行为的载体，尽可能多地掌握遗嘱文书，辨别异同，剔除重复，才能得到有效的分类。

然而，其他朝代虽有个别遗嘱文书保留下来，却是吉光片羽，且同类重复的情况较严重，难以作为

类型研究的基础。幸好清代遗嘱文书保留较多，如果仔细甄别，可以帮助我们完成这一任务。因

此，本文首先对清代遗嘱进行分类，继而考察清代遗嘱与秦汉以来遗嘱制之变化，再分析古代中国

遗嘱的性质，最后讨论古代财产制之性质。 

    

    一、清代遗嘱的种类 

    前已提及，在《论分家习惯与家的整体性》一文中，笔者将清代遗嘱分为两大类型，一种是阄



书遗嘱，一种是立继遗嘱。此后，刘道胜先生利用新发现的徽州文书，提出将明清遗嘱分为三种，

即阄书遗嘱、立应继者为嗣的遗嘱和择异姓为嗣的遗嘱。⑤这既证实了前两种分类的有效性，又提

出了新问题，即能否将立异姓子为嗣的遗嘱作为一大类。 

    按《大清律例•户律》“立嫡子违法”律的规定，立异姓为子又称“乞养异姓义子”，俗称“养

子”或“义子”，不能称为立嗣。⑥同条律文又说：“其遗弃小儿，年三岁以下，虽异姓，仍听收

养，即从其姓。”紧接的律注曰：“但不得以无子，遂立为嗣。”可见，即使是收养“三岁以下”

小儿，改从父姓，仍不能称“嗣子”。不过，按照“立嫡子违法”律下的条例，“若义男、女婿为

所后之亲喜悦者，听其相为依倚”，“仍酌分给财产”。可见，明清时期，民间收养异姓子的目的

是养老和承受家业。刘道胜发现的择异姓为嗣的遗嘱文书，丰富了清代遗嘱文书的内容，这种遗嘱

或可称为“收养异姓子遗嘱”。但按照国家法的规定，酌分义子财产须符合以下任一条件：(1)义子

须与养父母“相为依倚”。(2)须由养父母将义子抚养成人。若不符合这两个条件，仅凭临终指定义

子，义子很难酌分家财。宗族内人并可通过议立亲房中昭穆相当者为嗣子，阻止遗嘱所立义子酌分

家产的愿望。也就是说，遗嘱收养有两方面的阻碍，一是国家法不允许；二是受到立继习惯的阻

扰。由于这两方面的障碍，这类遗嘱能否在明清社会普遍地存在，尚有疑问。笔者的初步判断是，

对于这种既违法，又受习惯阻扰的遗嘱，暂应看成是民间在特殊情况下处理财产归属的例外方法，

它们的存在，为我们了解社会变迁提供了重要线索，但不宜将其单列成一种正常的遗嘱类型。像这

类遗嘱，下文还将举洪兴迁设立祀产遗嘱文书为例，加以详析。 

    如果暂将“乞养遗嘱”排除在外，根据以前清代民间文书档案的公开出版物和新发现的遗嘱文

书，笔者将清代遗嘱分为以下四类：(1)阄书遗嘱(或分家遗嘱)。(2)立继遗嘱(或立嗣遗嘱)。(3)托

孤遗嘱。(4)养亲遗嘱。增加的(3)、(4)两种遗嘱类型的实例，是在整理自己搜集的五千余件徽州文

书中发现的，目前公开的出版物中尚无从得见。这些新发现的清代遗嘱文书，真正促动了笔者去深

入思考清代的遗嘱行为。这四种遗嘱文书分属不同的家庭，且为陆续发现，但若放在一起考虑，它

们正好涉及了古代社会中主要的家产关系，这样看来，它们又不是孤立的，而是有内在联系的。 

    (一)阄书遗嘱 

    阄书遗嘱，在徽州文书中往往又称遗嘱阄书、遗嘱分书、分关遗嘱、分家遗嘱阄书等。其实质

含义是，父母年老或病笃，预感将不久于人世，决定主持家产析分。既然分家与遗命有关，就在阄

书开头申明“遗嘱阄书”等语。阄书遗嘱是现在看到的清代遗嘱中数量最大的。因为分家是每个多

子且稍有财产的家庭都要面临的事务，其存世量较大是可以理解的。 

    在前引关于分家制的论文中，笔者曾引用过阄书遗嘱原文，并列举了在《徽州千年契约文书》

中收录的阄书遗嘱实例加以印证，故本文不再收录阄书遗嘱的原文。笔者对遗嘱阄书的定性是：

“第二种清代遗嘱文书(即遗嘱阄书)其实就是分书或阄书，只是以遗书来称呼而已。”⑦这个看法

仍可坚持。 

    阄书遗嘱与一般分家阄书相比，尽管时机不同，但在遵循规则、写立格式、基本内容等方面都

是一致的。遗嘱阄书只是阄书的子类，“遗嘱”二字除了昭示郑重和表明事态外，并不改变分家的

实质涵义。比如，不能因为它是遗嘱，就不再坚持“诸子均分”的原则，更不会由父母随意地处分

财产。“遗嘱”并没有实质性地影响分家的原则和后果。这些在《论分家习惯与家的整体性》一文

中已有详论，不再赘述。总之，所谓的阄书遗嘱，实以分家为实质内容，遗嘱仅可算是装饰品。 

    (二)立继遗嘱(含交业遗嘱) 

    立继遗嘱，也称立嗣遗嘱。其内容以确立嗣父子关系为主，又常附带申明将家产交付给继子，

因此，若严格按照法律关系理论来分类，立继遗嘱可分为两个小类，一是立继遗嘱，二是交业遗

嘱，后者俗称遗嘱交单。 

    交业遗嘱，其内容主要是家长在临终前将家产交与继子的遗嘱文书，这种遗嘱，往往是继子的

身份已定，内容重在交产。关于交业遗嘱，笔者也曾举例加以说明，⑧本文不详录。立继遗嘱与交

业遗嘱只是在内容上的侧重点不同，立继是家产交与继子的先决条件，无立继则无从交业，所以二

者又有紧密的联系。故两种遗嘱文书可统称为立继遗嘱。 

    以前笔者并不区分立继和交业，因为立继与交业可同时发生，立继时一定会申明将来把家业交

与继子，立继与交业是因果关系。但在实例中，二者是可以分开的。比如下录之《凌炳金遗命承祀



书》，就是只立继，无需交业的情况：⑨ 

    立遗命承祀人凌炳金，缘身所生六子，其第三子名唤森梅，第四子名唤正文，均已受室，未有

著代，而遽早夭，二媳亦皆更适。窃思在前发有六子，而今仅存四房。人家只宜愈发而愈多，讵可

日增而日减。探怀自问，实有不甘。所以邀请亲族，与长、二、五、六数子，一同商确。命长男百

好将次子成源拨与森梅为己儿，令次子百善将长男如鉴拨与正文为后裔。缵承门户，祭扫坟茔。仍

教有六叶之荣，毋使有一枝之缺。流传百世，孝享千秋。所有两房祀产，立有分单，照单管业。毋

得逆前人之命，怀一己之私。倘萌背义之心，当以不孝之罪。恐口无凭，故立承祧文书一样两纸，

永远存公为据。 

    光绪十一年九月 日 立遗命承祀人凌炳金(下略) 

    这份遗嘱继书是凌炳金以祖父的身份，要求长、次二房各拨一子，出继给绝嗣的三、四房。而

三、四房均曾参与分家，立有分单。故继子确定后，只需执分单管业。这样，立继一旦完成，交业

也自然完成，故可说是无需交业。 

    总的来说，立继遗嘱的存世量已远少于阄书遗嘱，因为现实中，无子并不必然立继。首先，无

子但有女儿时，可用招赘来养老。其次，虽欲立继，因家族人丁不旺，没有应继人，而迟迟不能确

立继子，产业可能被人侵吞。最后，虽有应继人，或因人继家庭财产不多等缘故，应继人不愿出

继。所以，能够立继实为无子家庭之大幸。这就难怪在继书中常常看到立继一方感谢出继方的话

了。 

    立继遗嘱实质上仍是立继的外在形式。法律对于立继关系有严格的规定，包括昭穆相当、亲疏

依序以及“爱继”条件等，立继必须在法定条件和程序下进行，不会因为继父母处于临终状态，就

会赋予他有任意突破立继规则的权力。在立继和交业文书中加上“遗嘱”二字，只表示该项行为在

家长临终前主持下举行，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其遗嘱将成为继子管业的重要凭据。所以，在立继遗

嘱中，遗嘱仍只是件装饰品。 

    (三)托孤遗嘱 

    在清代徽州文书中还发现更为少见的遗嘱，若不是亲见这些遗嘱文书，凭空万难想象。其中最

重要的就是托孤遗嘱。先摘录一份，以示大略：⑩ 

    立遗言托抚恤孤寡人王云樟，原身承父，家业淡薄，拳拳膺服。生予凡弟二人。长云相，娶洪

氏，得生侄辈四人，长、二、三俱各婚配，实指望添丁进产。何期祸起萧墙，三位侄辈壮年早逝。

继丧兄嫂。仅存四侄腾富，年未至而事未谙。不犹人惨极悲号，猿闻肠断。不特已也，即予娶吴

氏，亦只育得男女各一。女适程鹤林为妻。男娶洪氏，喜生孙辈，取名世荣，寄育段莘上山头江，

取名江保。何期不幸，男腾周年卅六早世，别下三岁呱呱，何时冀其成立。今孙七岁，幸媳苦守扶

养。予妻不时抱病，予今六十有九，屡年康健，诚喜相扶。今自秋徂冬，灾曜临身，倦枕泪流，湿

透裳衾。想来人生谁不有死，自恨予生不辰，受尽艰辛，无苦不吃。族内邻人谁不怜悯。观予年将

古稀，岂是惜死。恐旦暮死，有恨于九泉，而有虑于尘世。惟愿皇天庇佑，推苦命之心，心叨眷族

之相扶。嘱媳之矢志，孝顺老姑，抚养幼子，以全宗祧。不得违悔，否则以不孝罪论。诚能如此，

庶予死亦瞑目。是以爰及眷族，托笔将身苦置之屋宇、田地、山场、竹园、菜园并承祖屋地，逐一

开明。一样登定四本，交族一本，女婿一本，世荣育父一本，家存一本。藉诸位执此，以免内外人

等侵削。倘有侵削之徒，望秉公呈究，亦不得听其私售。非予一人感戴，即我之先人一同感德于含

笑矣。恐后无凭，立此遗言托抚恤孤寡苦墨一样四本，各执一存据。 

    乾隆五十六年十一月 日 立遗言托抚恤孤寡人王云樟(下略) 

    这份遗嘱文书出自婺源县十四都洪氏文书，立遗嘱人是王云樟。从遗嘱中看，王云樟有一兄名

王云相，生有四子，但因“祸起萧墙”，仅存幼子王腾富。王云樟自己生有一儿一女。女儿嫁给程

鹤林为妻，儿子王腾周娶妻洪氏，生有一子王世荣。世荣3岁时王腾周去世。现世荣才7岁。一旦王

云樟去世，家里只有老妻和儿媳两个女流，侄儿王腾富尚未成年，也不能有所照应。幸好儿媳洪氏

矢志守寡，于是王云樟立遗嘱将所有产业托付洪氏，嘱咐她“孝顺老姑，抚养幼子”。 

    另外，婺源县十七都一图的洪氏文书中，又见一件托孤遗嘱。(11)与王云樟托孤遗嘱不同的

是，这件托孤遗嘱是将孤子托付女婿照管，两份遗嘱正可相互参看。兹摘录文字于下： 

    立遗嘱人洪廷勷，愿(缘)吾生运不辰，幼历艰辛，父经营颇置微产。殊有三弟延劲，乐享安然



之福，以致世故不谙。阄分产业，废弃殆尽。入于下流，结匪窝赌以为正务，蟹横作中以聊生。吾

谊手足情，不得已惇诫有之。不期迷而不悟，反与吾仇，常怀以象报舜之心。二弟延劻，细密洞

悉，默而不语，且见如斯之徒，避免招尤，兼之尚有成壮二子。三弟心略慊然，莫甚敢侮。乃吾之

不幸也，仅有一子，娶媳汪氏。虽生一孙，媳即云亡。继娶胡氏，又产一男，谁知子半岁抱病物

故。乾隆三十三年又遭回禄，复穿节舍，尚未椽瓦，装垫倾颓，祸及江甥被压毙命。继媳再醮，长

孙又亡。重重灾险，闻者伤心，见者堕泪。吾心刀割，郁成梗症。又加年老痰火相攻，气息奄奄，

命如丝悬焉。知本年五月念三，又被三弟拳伤胸前。随投约族，殊约族莫不敢撄，默默不言。奈病

症渐加，缠绵床第。一段冤情，无可报雪。吾今之死，十无一生。孙儿福荣年仅十龄，茕茕一线。

犹恐遭其荼毒。左思右想，无以寄托。惟吾长婿林君阳，为人中正，朴质至诚。且共一村，深知吾

苦。惟恐迁仇，畏不肯任，族不敢前。是以央集眷戚，将吾微产开列于后，所有契约俱托长婿收

执，代为调剂。倘得幼孙成立，匪惟吾感九泉，则吾祖亦当衔结。其田地、山场，每年出息，听吾

妻与幼孙自收度活。本家内外人等倘有欺孙强夺，务望执此闻公拯救。是嘱。(下略) 

    从洪廷勷遗嘱看，洪廷勷本有两个弟弟，三弟洪廷劲与其不睦，曾拳脚相向。二弟和族人不敢

直之。家里长孙夭折，仅存幼孙洪福荣，年仅10岁。廷勷临终前，担心幼孙“遭其荼毒”。无奈将

所有产业及契据托付给女婿林君阳，嘱咐其“代为调剂”。 

    第三件托孤遗嘱是起草时留下的底稿，(12)有删改文字，且破损较重，兹录校释文字于下： 

    立遗嘱托孤人曹以玉，蹇遭不辰，自幼失恃，蒙父遗我一经，毕生训蒙，苦难得志。曾自娶游

氏，不幸早逝。恨未育男，仅遗一女。今出适开邑下汪宅上，颇为可安。继娶江氏，未育，随带一

子，婚书载明，永承曹姓宗祧。今虽年已十二，无如童性未除，未谙世故。前月江氏物故，而余自

旧以来，尝抱呃症，拖延至今。况复江氏已亡，少于支持提点。病日渐瘳，料难在世日久。然死生

定数，不能强求，所虑余继子兆亨，设余身故，无所依归。意托二兄嫂代为关照，讵料不能领受。

今恳托余房侄元里带去扶持照应，蒙已应承。此子倘第能卓志(立？)，自欲回家创立，旺兄不能担

阻。余一生大节不能细表。今将父所遗分得余股屋业、山场、家伙等件，逐一缮开于后，并恳托余

房长近前，一并托元侄照应。日后本家亲房兄弟子侄，不得藉口外□□□□□□。(中或脱一行)银

两俱是会上，未曾上□。曾托里侄□瑗代为料理。倘兆亨自能成立，将此项候会交清之日，付兆亨

娶亲，承余门户。而娶亲之日，元侄检点，原物交还，不能阻挡。再余本门清明年头神会等件，亦

托其经理，余愿贴谷廿八秤，今秋付元侄收。恐后无凭，立此遗嘱为据。 

    嘉庆十九年六月 日 立遗嘱托孤人曹以玉(下略) 

    这份遗嘱文书虽文字有所脱落，但基本内容清楚。是曹以玉将继子兆亨托付侄儿曹元里照管，

并将家产俱托付元里。约定兆亨成婚之日，元里应将家产“原物交还”。并将家产中二十八秤田租

作为照管的报酬，当年秋收后交元里管业。 

    以上三份托孤遗嘱的背景，都是家里没有成年男子，但又有未成年子孙。这是托孤遗嘱的要旨

所在。如果子孙已成年，只需交付家产，无须托付外人。而如果家里没有子孙，则无所谓托孤，只

能通过立继、招赘等来延续家业。所以，托孤遗嘱需要解决的，不是家产的归属问题，而是指定未

成年子孙的监护人和委托管理家产。 

    受托人的身份，按常理来说，应该是本房亲族，如兄弟和成年侄儿等。但洪廷勷遗嘱是托付给

女婿，王云樟遗嘱则是托付给儿媳，可见，受托人的身份没有亲族和性别的限制。另外，曹以玉遗

嘱显示，托孤遗嘱可以明确约定归还家产和支付报酬等事宜。 

    (四)养亲遗嘱 

    以赡养母亲为内容的遗嘱原件，仅见一例。这件遗嘱出自婺源县十六都一图余氏。这套归户档

中有四套阄书，分别立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道光十四年(1834年)、同治二年(1863年)和光绪

十五年(1889年)，是研究清代中晚期家庭变迁的难得史料。其中，光绪十五年立阄书人为父亲余超

远，同时，余超远又写立了一份遗嘱，现摘录如下：(13) 

    立遗嘱父超远，吾继室许氏，归予卅年，未尝所出。然抚育儿辈，任劳任怨。维持家务，克俭

克勤。予晚年薄置产业，均与有力焉。切思人生如白驹过隙，予今六十有奇，而许年未及花甲。设

恐先许而逝，不无后顾。兹存产若干，开述于后，以作许暮年口食。俟其百岁之后，或二子瓜分，

或存祀祭扫，再作良图。其在之日，二子不得妄生觊觎。如有不遵，以不孝论。今央族叔受周，立



此遗嘱，付许执据。尔二子其勉焉。(下略) 

    据遗嘱可知，余超远原配早亡，两子年幼。继室许氏无出，扶养儿子成人。余超远在分家之

际，担心许氏乏养，故用遗嘱为自己和许氏设立养老产业，约定自己去世，这份产业仍作许氏的

“暮年口食”。根据余超远的阄书和遗嘱所列产业细目，养老产与儿子所分家产的份额相当。且阄

书和遗嘱均言明养老产待二老身后由儿子们瓜分，是以养老产的归属已定。也就是说，养老产发挥

的是赡养老人的功能，并非处分家产。 

    用遗嘱为遗孀设定养老产是较为特别的情况。许氏若是儿子们的亲生母亲，养老方式或设定养

老产业只需写于阄书末尾的批语中，余超远遗嘱其实是养老批语的特殊化。其实，设定养老产只是

家产在家属中正常分配的形式之一，除设定养老产业外，为扶养女性家属，如未出嫁女或出嫁后归

家的女儿等，均可在阄书批语中注明。如一份阄书在批语中专门为未出嫁女儿设定了扶养的财产：

“新屋下园地，六坝里至路外，至沟，坐与愚女领娣膳食。叮嘱二房在生供食穿衣，亡故后，香烟

追远。又批：新屋前步西边楼上房一步，领娣在生安宿，亡故归与二房经管。长、三不得争论。”

(14)给家庭中的女性成员设立一份固定财产，是因为她们不能承继家产。正常情况下，儿子们对于

承担赡养或扶养女性家属是无异议的，只有特殊情况下，儿子们才会对这类义务有所懈怠。懈怠与

否，端视儿子们与这些家属的亲疏关系了。比如，对亲生父母的赡养，一般是不会有问题的，所以

只需通过阄书批语加以明确即可。甚至很多阄书并未约定赡养父母的内容，这不意味着儿子们可推

卸赡养义务，相反，恰恰说明赡养义务在这些家庭中不成问题。但对于姐妹，或者像余超远遗嘱中

这样的继母，儿子们是否会尽心履行自己的赡养或扶养义务，就要打个问号了。为了更好地保障这

些女性家属的利益，才有必要明确她们生前对某些家产的使用权限。笔者认为，这种“拨与”或

“坐与”女性家属的财产，并没有脱逸出家产的范畴，更不是什么“女子继承权”。它们的存在，

反映了家产的某种重要目的和属性，即家产是服务于整个家庭的，家产负有照顾所有家属包括女性

家属的责任。当家产有可能无法共享时，则在家产中设定一份特定财产，以保护女性家属的利益，

女性家属去世后，所设定的特定财产会重新回到家产中去。 

    我们暂且将这种遗嘱定名为养亲遗嘱。所谓的亲，既包括父母亲，又包括其他家属，特别是女

性家属。所谓的养，则包括赡养和扶养。这类遗嘱的实例不多，但它的内容可以与阄书批语相互印

证，体现了家产关系中的重要内容，是将来综合分析家产性质的重要依据。 

    (五)例外的遗嘱 

    本节开始时，笔者曾质疑了刘道胜先生的“收养异姓子遗嘱”可以单独归类的观点。理由是，

异姓子收养遗嘱受到清代国家法和立继习惯的阻碍，难以成为普遍的遗嘱行为。这类例外的遗嘱，

还有其他的实例，兹摘录原文并加以分析：(15) 

    立遗嘱人洪兴迁，念兄弟四人，怡怡相处，并无雀角之争。自父见背，弟兄各立田产分均。但

今年来长兄故后，家运颠连，命途多舛。恨我生不辰，妻、子独无。年当念六，旧岁以来，灾病临

身，百药难效，日见沉重，竟难活命。只得承父阄分之业，面恳庾先叔、汝坚叔、仰泉叔、希彭

兄，念我生前亲有兄弟，殁后恐作孤坟。除殡事用，所余之业派分三股，付榜兄、富弟、崇弟三人

执业，为我日后挂扫之计，免坟墓之失。遗立合墨三张，并各派分得产业，书此各执一张为照。(下

略) 

    从遗嘱内容看，洪兴迁年方26岁，正值青年，尚未娶妻生子，忽染重病，临终前担心死后无人

祭祀，立遗嘱将以前分家所得的产业析为三股，分别给三个亲兄弟管业，嘱咐三兄弟用这些产业祭

祀自己，并保护自己的坟墓。 

    洪兴迁遗嘱反映了古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事死如生”的祭祀信仰，(16)正是这种死者仍需供

养的信仰，构成中国古代宗族制度、家产承继制度、立继制度、祭祀制度的观念基础。所以，这类

遗嘱在民间肯定是受尊重的。但清代设立祀产的习惯，要么是父母在分家阄书的批语中设定，要么

是子孙以合同形式为祖先设定。一个人没有子孙就设定祀产，是很奇怪的事情，因为没有子孙意味

着祭祀无人，要祀产何用？但洪兴迁青年染病，仓猝之间，可能亲房中没有应继人，又不愿在远房

中立嗣。他一定是希望将来亲兄弟有了儿子后，可将亲侄立为他的嗣子。同时，他又不希望在立嗣

之前祭祀有缺，故不得不采取变通手段，暂时约定由兄弟祭祀他。 

    值得注意的是，这份遗嘱是以合同(合墨)形式订立的。清代的合同适用范围极广，它既可适用



于一些特定的民事关系，如对换产业、共有产业、合股、分家、禁约等；也可在不特定情形时，用

以约定双方或多方之间的解决方案。保障合同得以履行的是古代中国社会特有的信用观念。(17)正

因为合同的这一内在价值，使其能够承载各种不特定的民事关系。打个比方说，古代合同就像一个

口袋，任何不确定的、无法归类的交易或身份关系都可以装进去。洪兴迁碰到的就是特殊情况。在

正常情况下，一个人如果无子，会在年老时预先选立继子，家产、家祀均归继子承受。即使生前未

曾立继，只要有遗孀，也可以母命立继。再不然，本房“户绝”后，亲房族人会为其选立继子。但

洪兴迁等不及，他怕死后成冻馁之鬼，于是采用了合同加遗嘱的形式来约定兄弟们的祭祀义务。 

    从礼法的角度看，这一祀产遗嘱是不受承认的。《大清律例•户律》“卑幼私擅用财”律下条例

规定：“户绝财产，果无同宗应继之人，所有亲女承受。无女者，听地方官详明上司，酌拨充

公。”洪兴迁无儿无女无妻，兄弟与他昭穆不相当，并非“应继人”。若较真起来，须适用上引例

文后段的规定，将洪兴迁的家产充公。但实际上，清代适用该条例后段的情况极少，民间的习惯是

尽量为绝嗣者立继。所以，这一祀产遗嘱不过是解决了立继前过渡时期的祭祀问题，家祀和家产的

归属均处于待定状态。 

    洪兴迁遗嘱和“异姓子收养遗嘱”一样，都是清代社会中的例外遗嘱，它们之间看似处理不同

的事务，但笔者觉得在这两件遗嘱之间存在某种内在的联系，甚至可以将这两份遗嘱归为一类。理

由是，这两份遗嘱都是因亲族中无应继人，为避免家的断绝，临终前采取了应急办法，一种是收养

异姓子，一种是将家产分送给兄弟，以维持祭祀。维持家产和祭祀这两个理由，是受古人尊重的，

只要没人因为争产等原因闹到官府去，这种遗嘱就可维持下去。 

    这些例外的遗嘱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如果把祀产遗嘱和“异姓子收养遗嘱”结合起来看，这类

遗嘱明显地与国家法和立继习惯相冲突，但已在民间得到某种程度的承认。它们是否普及尚须确

认，但即使作为个案看待，也说明清代社会中已经出现了一种突破旧习的观念形态。这种观念形态

还处在或明或暗之中，其中有许多值得注意的一致性，比如，都是与旧的立继习惯相对立；都在试

图摆脱国家法对家产的限制，等等。这一突破性质的观念形态究竟有何意义，还需结合更多的材料

才能得到阐释。 

    二、秦汉以来承继制与遗嘱制的变迁 

    通过整理清代的遗嘱文书实例，对清代遗嘱行为有了基本的分类。通过分类又基本呈现了清代

遗嘱的概貌。但是，清代社会仅可视为古代社会的最后一个环节，清代遗嘱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

代表古代中国的遗嘱形态，还是一个问题。为此，需要对秦汉以来的承继制和遗嘱制进行梳理。 

    “承继”与“继承”不同。“继承”是1911年前后引进的现代法概念。“承继”则是固有法的

概念，它是指家产承受和身份继受。(18)二词虽然只是把同样两个字颠倒次序，但继承属于个人财

产制范畴，承继属于家产制范畴。讨论中国古代史时，用“承继”一词较妥。而且，即使“承继”

也只是统称词，具体到不同朝代，也不一定准确。比如汉代的立后制，常用的是“立嗣”、“立

后”、“置后”、“户后”等词。甚至在同一时期，用词也不见得统一，如明清表达“承继”时常

用“承受”、“承分”、“应继”、“有分”等，并常单独用“承”、“继”二字。所以，使用

“承继制”只是在古代众多专用词中挑选一个作为统称。 

    (一)秦汉的立后制与遗嘱 

    秦汉时期的承继制度主要包括分家制和立后制。秦国颁布“分异令”后，在国家制度层面确立

了分家制。学界对“分异令”已很熟悉，“分异令”标志着中国古代财产制进入家产制阶段。理由

是，如果把有子家庭算作正常家庭的话，那么，只要分家制有效，中国的家庭形态就只能以二至三

代的小家庭为主。(19)可以说，“分异令”是先秦宗族社会开始向秦以后小家庭社会演变的标志。

到了汉代，出土的《二年律令•户律》表明，国家继续推行分家制，(20)民间不但在父母死后分家，

且流行“生分”即生前分家的习俗。(21)因此，讨论秦汉承继制重在立后制，即规范无子家庭的家

产承继制度。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显示了汉代国家对无子立后有严格的制度，大致可分为两

种：一是为有爵者“置后”，也称“立嗣”，因与本文联系不紧密，暂略；二是无爵者的“户后”

制。 



    汉代的“户后”制，可称“代户”制。“户后”是从户的传承角度，“代户”则是从户籍上代

名的角度。《二年律令•户律》中规定“为人妻者不得为户”，(22)可知有丈夫时，汉代户籍制不允

许妻子单独立户。关于“户后”制的律文有二，一在《二年律令•置后律》中，一在《奏谳书》中。

两处内容可相互印证。其中，《置后律》中“户后制”的规定集中在第三七六至第三八三简：(23) 

    “死，其寡有遗腹者，须遗腹产，乃以律为置爵、户后。”(三七六) 

    “父母及妻不幸死者已葬卅日，子、同产、大父母、父母之同产十五日之官。”(三七七) 

    “同产相为后，先以同居，毋同居乃以不同居，皆先以长者。其或异母，虽长，先以同母

者。”(三七八) 

    “死毋子男代户，令父若母，毋父母令寡，毋寡令女，毋女令孙，毋孙令耳孙，毋耳孙令大父

母，毋大父母令同产子代户。同产子代户，必同居数。弃妻子不得与后妻子争后。后妻毋子男为

后，乃以弃妻子男。”(三七九一三八一) 

    “死毋后而有奴婢者，免奴婢以为庶人，以庶人律□之其主田宅及余财。奴婢多，代户者毋过

一人，先用劳久、有□□子若主所言吏者”(三八二一三八三) 

    《奏谳书》中所引律文极重要，摘录如下：(24) 

    “故律曰：死夫(？)以男为后。毋男以父母，毋父母以妻，毋妻以子女为后。” 

    《奏谳书》援引的律文，很可能是《户律》律文的佚文。文字虽短，却应视为“户后”制的大

原则，即户主死后，“以男为后”，“男”是指亲子；无亲子时，父母在，父母均“户后”；无父

母以妻子；无妻子，则以“子女”，此处“子女”指女儿。 

    《置后律》的律文则是对《奏谳书》所引律文的有效补充，规范的是原则以外的情形。最重要

的是第三七九至第三八一简，其中，“死毋子男代户，令父若母，毋父母令寡，毋寡令女。”这一

段与《奏谳书》所引律文小有差异，但意思相同。后面接着说如果连女儿也无，则由孙子代户；无

孙则由耳孙(曾孙及其以下)；无耳孙由大父母；无大父母由“同产子”即兄弟之子代户。但“同产

之子”必须曾经同居过。到这里，汉代的代户次序就算结束了。下面一句“弃妻子不得与后妻子争

后。后妻毋子男为后，乃以弃妻子男。”是又回头来交代以“子男”代户的规则，意思是，当“弃

妻”(休弃之妻)有子和“后妻”(同居之妻)也有子时，“弃妻”之子不得与“后妻”之子争后。但

是“后妻”无子，则以“弃妻子”为后。所谓“弃妻子”当是亲生子，而非“弃妻”与他人所生之

子，否则难以享有与“后妻子”争后的资格。 

    除此以外，《置后律》还补充规范了一种情形，即“同产相为后”。“同产”即同母兄弟，

(25)同母兄弟谓之“同产”，是他们曾经“同居”且“同产”。同母兄弟又分“同居”与“不同

居”。“不同居”是指已分家的兄弟。 

    《二年律令》中反映的汉代“户后”制与后世立继制相较，差别极大。后世立继制的大原则是

下辈对上辈的承继。同辈如兄弟，上辈如父母、大父母，均非“应继人”。而“户后”制则彻底贯

彻“同居共财”原则，是中国家产制的原型。看似杂乱的“户后”资格人，其实都以“同居”人为

标准范围。越出这个范围，就不再有“代户”资格。比如，“同产”可以“相为后”，因为“同

产”必定同居过。但“同产子”则未必，所以，律文规定“同产子代户，必以同居数”。“数”即

户籍文簿，秦汉时又称“名数”，(26)曹魏时徐干《中论》又称“民数”。(27)据此，必须是在国

家户籍上显示同居的“同产子”，才有代户资格。总之，“代户”资格人有三种：一是直系血亲，

如子(含“弃妻子”)、孙、耳孙、女、父母、大父母等；二是配偶；三是旁系血亲，但仅限于“同

产”和“同居数”的“同产子”。以上三种“代户”资格人，均以“同居”为准。可见，要把握这

个制度，核心是“同居”概念。相较于“户后”制，后世虽仍声称以“同居共财”为原则，但已偏

离较远。故要理解古代中国家产制，还须以汉代为原型。 

    之所以要详细阐述汉代的户后制，是因为户后制直接关联着“毋后”制。“毋后”即无后，故

也可称“无后制”。汉代所谓“无后”类似唐代的“绝户”，但适用范围不同。汉代“户后”制以

“同居”为原则，能够为“户后”的，到“同产子”就划断了，再以外的人，即使有服制关系，也

不能为“户后”。故所谓“无后”，并非宗族内无人，而是小的家户内无人了，这与后世因宗族内

无“应继人”而“绝户”是不同的。按照上引《置后律》的最后一条，汉代无后者的家产，由奴婢

免为庶人以代户。 



    我们都知道，汉代有“遗令”、“遗敕”、“遗命”等称谓，既然有子的家庭通过分家来承继

家产，无子家庭通过立后来承继家产，无后时又以奴婢为后。那么，汉代的“遗令”究竟处理哪些

事务呢？以《后汉书》为例，可以发现，这些“遗令”、“遗敕”大多用以表达个人志向或个人安

葬事宜等，(28)一般不用来处理财产或身份的事务。(29) 

    认为汉代有遗嘱继承制度的学者，一般也不将正史中的“遗令”、“遗敕”等看作汉代遗嘱继

承的例子，但因为江苏扬州胥浦出土了“先令券书”，(30)遂把“先令”一词视为汉代遗嘱继承的

证据。其实，这是进了另一个误区。“先令”一词在《汉书》中多见。如《景十三王传》记载，平

干王刘元“病先令，令能为乐奴婢从死，迫胁自杀者凡十六人”。师古注：“先令者，预为遗令

也。能为乐，做乐之人也。从死，以殉葬也。”可知，仅就“先令”一词而言，涵义与“遗令”相

当，也不一定就是专门处分财产的文书形式。从平干王的先令来看，内容也与财产处分无关。这还

可与《汉书》中其余两个“先令”的例子相印证。其中，杨王孙的先令是要裸葬；(31)何并的先令

则是不受“法赙”和“葬为小棺”。(32)这些“先令”与赵嘉的遗令、穆姜的遗敕等相比，没有太

大的差别。 

    即使胥浦出土的“先令券书”，经魏道明先生的研究，已经指出“这份文书自然也非朱凌处分

己身财产的遗嘱，只是归还公文产业的见证书。若以此例认定汉代有遗嘱继承制度，无疑是指鹿为

马。”(33)曹旅宁先生在同意这一结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用以印证“先令券书”的东汉光和

五年的四川云阳《金广延母徐氏纪产碑》，“也只是一块家产析细见证碑，根本不是什么遗嘱。”

(34)

    事实上，对于“先令券书”的内容，最权威的印证材料应是《二年律令•户律》：“民欲先令相

分田宅、奴婢、财物，乡部啬夫身听其令，皆参辨券书之，辄上如户籍。”(35)由此可知，汉代的

“先令”作为法律规范用语时，紧接的就是“相分”一词，是指户主生前主持分家的情形。“先令

相分”也可视为是汉代允许生前分户的国家制度。所以，田昌五、安作璋的《秦汉史》修订本仅将

“先令相分”解释为遗嘱分家制度，(36)这就与通常意义上的遗嘱继承制度区别开来了。 

    在汉代是否有遗嘱继承的问题上，笔者同意曹旅宁先生的结论：“总的说起来，从张家山汉律

中我们可以窥见秦汉时期法定身份继承以及以析产均业为办法的财产继承制度，但是未见到遗嘱继

承制度。”(37) 

    需要强调的是，虽然其他史料或事例可以说明汉代没有遗嘱处分财产的情形，但最重要的是，

按照汉代“毋后”制的规定，已可排除这种可能。汉代户后制以“同居”为原则，没有辈分和性别

的限制，看起来立后的范围很宽松。但这个制度也有它严格的一面，就是禁止在不“同居”的人中

“立后”。所以，只要“同居”家属均亡故，就会面临类似后代“绝户”的问题。如何处理无后家

庭的家产，则取决于国家的态度。汉律以奴婢免为庶人“代户”，可能也是因为“奴婢”曾与死者

“同居”，这就堵住了遗嘱处分家产的可能。所以，只要理解汉代制度的内在逻辑，即可得出汉代

不存在处分家产的遗嘱的结论。 

    (二)唐宋承继制与“户绝”遗嘱制 

    汉代以“生分”为陋习，至曹魏“除异子之科，使父子无异财”(《晋书•刑法志》)，仅允许父

母死后分家。故魏晋以后，分家制较严。至唐，“生分”之禁稍弛，仍允许父母亡后兄弟别立户

籍。《唐律疏议•户婚》“相冒合户”条疏议：“‘应别’，谓父母终亡，服纪已阕，兄弟欲别

者。”不过，唐代虽不允许父母在世“异财”，但父母令“异财”者不限，(38)这与汉制相通。如

果不是父母令“异财”，则父祖亡后异居分炊3年以上，兄弟始能均分家产。(39)宋沿唐制。到元

代，民俗以父母在而分家为常态。《通制条格》卷三《户令》“亲在分居”：“如祖父母、父母

在，许、令支析者，听。违者治罪。”其中“许令”二字为明清律文所沿袭。(40)与《唐律疏议》

“令异财”相比，仅一字之差，却可证元明清分家制宽于唐代。因为“许”字是对子孙的请求而

言，有请求才有许可。唐律惟有“令”字，则父母不令异财，子孙不敢自请。不过，虽有这些差

别，自秦汉经唐宋至明清，分家制是一贯的。 

    后汉至晋之间法令亡佚太多，国家何时允许民人立嗣，暂不可考。唐代立嗣制与汉代立后制的

差别很大。汉代的立嗣制，指的是为有爵者或大宗立嗣，如《汉书•文帝纪》：“立嗣必子，所从来

远矣。高帝始平天下，建诸侯，为帝者太祖。诸侯王、列侯始受国者亦皆为其国祖。子孙继嗣，世



世不绝，天下之大义也。”这是为帝王诸侯立嗣或置后。又《汉书•宣帝纪》有：“大宗毋嗣，择支

子孙贤者为嗣。”至东晋，令文有：“无子而养人子，以续亡者后。”(41)这是较早允许平民养子

为后的令文，但晋代“养人子”关于血缘、身份、姓氏等限制已不详。唐令无子时养子，已明确以

“同宗”和“昭穆相当”为原则，《户令》曰：“无子者，听养同宗于昭穆相当者。”(42)可见，

唐代所谓的“养子”就是后来之嗣子。此令明确针对平民，已经突破了汉律严守的“同居共财”原

则。 

    唐代的立嗣制限制辈分和性别，与汉代限制“同居”相比，效果相当。但唐律有“养杂户男为

子孙”律，禁止以部曲、奴、杂户为子孙，这就严于汉制了。再从后世来看，明代近亲中若无“应

继人”，“许择立远房及同姓为嗣”，也宽于唐代。这些都说明，唐代处于户后制向立嗣制转型的

初期，其制严于前后时代。可想而知，在这一严格的立嗣制下，“户绝”现象自然较为普遍。因

此，唐《丧葬令》允许“户绝”遗嘱，也在情理之中了。 

    不过，唐宋的分家制与立嗣制均严于前后时代，又是唐宋时期看重家产的明证。既然如此，说

唐宋法令允许家长置家庭成员于不顾，去世时可以用遗嘱把家产赠与外人，则断不敢信。姜文在唐

宋遗嘱史料方面搜罗细致，借这些事例，可对唐宋遗嘱再作考察。 

    姜文列举了《敦煌契约文书辑校》中遗书样文5道。(43)经核对原文，辨析如下： 

    1.斯6537背。编者定名为“遗书样文”。内有“对兄弟子侄诸亲等遗嘱”和“一一各支分数”

等语。显然是分家遗嘱。 

    2.斯0343。编者定名为“析产遗书样文”。内有“所有家产，田庄、畜牧、什物等，已上并以

分配”等语。编者定名甚是。 

    3.伯4001。编者定名为“遗书样文”。内容有“对兄弟子侄诸亲等”和“抄录支分如后”等

语；且末尾又有“某年月日，某甲遗书一道。分书一道”。确是分家遗嘱。 

    4.斯6537背。编者定名为“慈父遗书样文”。内有两道遗书。第一道是书信体，想是儿子不在

身边，内容是嘱咐儿子“但自努力”和“卖买切莫执定”等语，不涉财产事；第二道有“谨例舍

田、家产、畜牧等，及忆念录依后耳。长男△甲，次男△甲，某女。右通前当自己内分配”。显然

是分家遗嘱，并涉及安顿一女。 

    5.斯5647。编者定名为“遗书样文”。内有遗书两道。第一道，内容有“今对六亲，分割为

定。及男女记数。右件分割，准吾遗嘱，分配为定”是分家遗嘱无疑；第二道是书信体，内容是嘱

咐儿子“庭训立身，汝须莫忘”和“汝等若有孝道之心，多修福力，以荐亡人”等语，不涉家产处

分。 

    以上五件文书，共录七道遗嘱。其中两道为书信体，是嘱咐儿子好自珍重，不涉家产事。另五

道均为分家遗嘱，可视为汉代“先令券书”即分家遗嘱之遗制。从汉之“先令券书”，经唐之分家

遗嘱，到清代阄书遗嘱，性质均属一贯。对此类文书，若忽略分家制则无法理解。另外，这五道遗

嘱样文，确可说明唐五代时期流行遗嘱分家的习俗。依唐律，子孙不敢自请分家，唐代又有禁止子

孙服丧期间分家的明文，故父母临终前遗嘱分家定然普遍。 

    姜文又举史料中七条事例，证明家长自由遗嘱的七种情形：一是用遗嘱剥夺儿子遗产；二是

“遗嘱中诸子均分一部分财物，而其余财产嘱与他人”；三是“除承分人外，将部分财物嘱与非承

分人的侄子”；四是“因承分人不孝，将承佃权嘱与婿”；五是“有子，将部分财产以嫁资的形式

遗嘱与婿”；六是“有养子，将部分财物遗嘱与女”；七是“妻在，夫将财产遗嘱与妹和女”。 

    第一、二、三例都有诸子，均适用分家制无疑。但分家制与道德行为不冲突。石苞分家“独不

及崇”，重点在于石崇让产，是儿子虽应分得家产，却主动放弃。与著名的薛包让产，属同一性

质。第二例，刘弘基散施家财，其重点不在遗赠而在施赈，但前提是保证了“诸子奴婢各15人，良

田五顷”。施赈在汉时已有，自魏晋以迄隋唐，其性质正如日本学者谷川道雄所说的，赈恤乡里是

名望家之家政，(44)也可视为名望家的正常馈赠，而非遗嘱继承的例子。第三例姚崇主持子侄分

家，姜文判断其“在遗嘱中指定继承人包括诸侄儿，超出法定继承人的范围”。其实要解释这个故

事，需弄清姚崇兄弟曾否分家。兄弟分家后不再共财；反之，则仍属“同居共财”，此所谓“兄弟

亡者，子承父分”(《唐律疏议•户婚律》“同居卑幼私擅用财”条疏议)，若姚崇并未分家，侄子是

当然的承分人，谈不上指定继承。 



    第四至第七的案例，均出自《名公书判清明集》。第四例，王万孙因儿子不孝，夫妻二人只好

“依栖女婿”，并将职田承佃权嘱与女婿。此案看似将家产遗赠外人，其实只是将部分家产拨分女

婿。儿子不奉养父母，已违刑律。父母依倚女婿，是与女婿同居而组成了新的小家庭，酌分财产给

女婿，并不违反“同居共财”原则。清代有类似规定可参看。(45) 

    第五例不属遗嘱处分财产问题。该案中，牛大同葬母之山是妻子嫁奁。原文说“居茂既以遗嘱

与之”，又说“况将遗嘱辨验，委是居茂生前摽拨与女舍娘充嫁资”以及“令牛大同凭遗嘱管业”

等语，均说明所拨财产乃嫁奁，遗嘱提到嫁奁，是为女婿留下管业的书面证据。 

    第六案是郑应辰无嗣，过房一养子，遗嘱将少量家产拨与亲生二女。判词中未明示亲女出嫁

否，但确知该案无法律可依。依宋代法律，在室女和赘婿均可分得家产，此亲生二女既然不能依法

律承分，必是出嫁女无疑。姜文认为出嫁女应分家产，依据是“遗嘱财产，养子与赘婿均给”的条

文，其实“赘婿”是“同居”之人，与出嫁女不同。判词说：“县丞所断，不记其家业之厚薄，分

受之多寡，乃徒较其遗嘱之是非。”可知县丞依法否定了遗嘱的效力。但《名公书判清明集》所收

判词，特点在于体现“法意、人情实同一体”，(46)这个判决是在考虑“义利之去就”后，违法意

而顺人情的结果。故此案恰恰反证了，宋代律法不允许用遗嘱将家产分给出嫁女。出嫁女尚不能遗

赠家产，其他外人更可想而知了。 

    第七例属“户绝”案例。判词中“徐二宜立嗣而不立嗣者”一语是明证。这种情况正该适用唐

宋“户绝”遗嘱的条文，即唐代《丧葬令》：(47)“诸身丧户绝者，所有部曲、客女、奴婢、店

宅、资财，并令近亲(亲依本服，不以出降)转易货卖，将营葬事及量营功德之外，余财并与女(户虽

同，资财先别者，亦准此)；无女，均人以次近亲；无亲戚者，官为检校。若亡人存日，自有遗嘱处

分，证验分明者，不用此令。” 

    徐二将家业遗嘱给亲女和亲妹，并“经官投印”，既符合“余财并与女”，又符合“自有遗嘱

处分，证验分明者，不用此令”，官府当然承认这份遗嘱的效力。姜文不引此令，转引日本《养老

令》，判断寡妻应承受家产的三分之二，实有不察。 

    考察唐宋事例，无法得出家长能用遗嘱自由处分财产的结论，反而证明唐宋法令不许遗赠家产

给出嫁女(“户绝”除外)。《丧葬令》虽允许死者遗赠“户绝”财产，但“户绝”就是“断子绝

孙”。“户绝”遗嘱是没有应继人时，死者“散尽家产”的无奈之举。姜文认为“户绝”遗嘱体现

了遗嘱自由，这是对遗嘱自由的错误认识，下文还将详论。 

    (三)明清立继制与遗嘱制 

    明代立继，必须“昭穆相当”，严禁“尊卑失序”。(48)《大明律》“立嫡子违法”律文“附

考”有增例曰：“军民无子立嗣，务要遵照律例，其间有择立贤能或亲爱者，亦要昭穆相当，伦序

不失，如违者，令改正。”可见，“昭穆相当”和“伦序不失”是明清立嗣的大原则。“昭穆相

当”指“应继人”须是下辈。“伦序不失”是指必须按次序选立“应继人”。《明令》和清代条例

(《大清律例》“立嫡子违法”)规定的立继次序为：“无子者，许令同宗昭穆相当之侄承继，先尽

同父周亲，次及大功、小功、缌麻。如俱无，方许择立远房及同姓为嗣。”此外，相同服制中选立

“应继人”，则另有次序规则。(49)立嗣依照“昭穆相当”和“伦序不失”的原则，就叫“序

立”，否则就是“挜继”或“搀继”。 

    在“序立”之外，明清允许“爱继”和“兼祧”，仍必须“昭穆相当”，所以虽宽于唐宋，但

还是可能无“应继人”。同时，明清两代均不许“存养奴婢”(“立嫡子违法”律)，也是从身份上

限制了“应继人”的范围。宋代中期开始，推行“官为检校”之法，将“户绝”财产没收，“召佃

收租”或“尽行出卖”，以应对财政困难。(50)元明清沿用之。(51)也就是说，当“户绝”发生

后，家长已没有资格“散尽家产”。这样，唐代的“户绝”遗嘱条文，已经失去了依据，故从制度

的内在逻辑已可知，元明清绝无“户绝”遗嘱制。 

    综上，秦汉时期，“毋后”时由奴仆“代户”；元明清时期，“户绝”财产原则上“入官”。

仅唐与宋初，有“户绝”遗嘱制。观察承继制的发展脉络，可以发现有基本原则贯彻其中。这个基

本原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家产的目的是保障家和家人的生存与发展；二是在没有“同居”人或家

人时，外人不能承受家产。围绕着这两个基本原则，承继制的具体内容代有增损。汉代是严格以

“同居”为标准来定义家人，没有“同居”人时称“毋后”，此时，家在事实上已消亡。剩余的家



产，国家让奴婢“代户”，这一措施主要是为了保证国家的户数和税赋不至于减少。由于户后制在

家人的定义上过于严格，汉晋之间在民间发展出立嗣制或立继制，就是要把未同居的族人用拟制的

方式转化为家人，这看似突破了“同居”原则，实际仍受“同居”原则的约束，由于唐代对嗣子资

格定义过严，“户绝”现象很普遍，国家开始同意“户绝”遗嘱，但到宋代则逐渐取消“户绝”遗

嘱，转而采用“检校”制，实际是通过没收“户绝”家产来增加国家收入。 

    立继制一旦独立出来，就有了自身发展的逻辑。它强化男性子孙在家中的重要性，逐渐排除了

女性家属承家的资格。但是，即使立继制发展到它烂熟的阶段，“同居”原则仍然时隐时现地体现

其中。比如，明清时，无“应继人”，亲女承受家产，不问亲女是否出嫁。一般认为，这应该算是

女子享有继承权的证据了。其实《大明令》说得很清楚，亲女只是“承分人”，而非“应继之

人”。只剩亲女时，就算“户绝”了，也就是家作为一个实体已经消亡。但自汉代以来，家一旦消

亡，家产就从家中分离出来，成为“无主物”，其归属端视国家法如何规定。亲女所承的只是“户

绝财产”，而不是承受的家。(52)但即使如此，亲女何以享有“承分”资格呢？只有一个理由，因

为她是或曾经是“同居”人，这又让人再次想起了汉代盛行的“同居共财”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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